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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法系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顆耀眼明珠，其中蘊含了深厚的中華傳統法律文化。正如習近平所

講：“自古以來，我國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獨樹一幟的中華法系，積澱了深厚的法律文化。”［1］中

華法系是個需要進一步挖掘的富礦。當前，中華法系的研究方興未艾，正在逐步走向深入。其中，

有許多問題值得進一步探索與研究。本文擷取其中的一些問題，發表個人之管見，抛磚引玉。

一、中華法系的三大基本構成要素

與世界上其他法系具有三大基本構成要素一樣，中華法系也有自己的三大基本構成要素，即中華

法系的母國、中華法系的成員國、聯繫中華法系母國與成員國之間的通道。這三大要素缺一不可，

否則無法形成中華法系。

（一）中華法系的母國是中國

中華法系的母國，即中國，佔據了中華法系的核心地位，也是中華法系的發祥地與領導者，對中

華法系的面貌與走向起決定性作用。中國的法律制度對中華法系的成員國產生影響，被輸入到這些

   *   王立民，華東政法大學功勳教授、華東政法大學涉外法治研究院研究員。

［1］ 習近平：《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載《求

是》2021年第5期，第4-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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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中華法系是世界法制史上的一顆耀眼明珠，也是值得不斷挖掘的富礦。當前，對中華法系的研究

方興未艾，研究不斷深入，一些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漸漸浮出水面。其中包括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比如中

華法系構成的基本要素、中華法系歷經的時期和中華法系的復興等等。正確認識這些問題，有利於深入理解中

華法系的整體面貌、發展歷史與往後的走向，為中華法系的創新性發展與創造性轉化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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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在那裡生根、開花、結果，最終形成中華法系。沒有中國，不會有中華法系。

中國能成為中華法系的母國是因為具備了法系母國的基本條件，主要為國力強盛、社會文明程度

高、法制先進且具有特色。［2］中華法系的成熟時期是隋唐朝，那時就具備了上述條件。唐朝的國力

強盛。唐朝建立之初，從隋亡的陰影中走出來，迅速恢復、發展經濟。在貞觀九年（636年），已

是“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安樂。”［3］陪伴著經濟的快速增長，國力不斷增強，國家實現了長

期的統一與穩定，文化也得到繁榮。［4］以強大的國力支撐，唐朝成為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和世界上最

強大的國家之一。唐朝的社會文明程度高。唐朝的社會文明程度非常高，在哲學、文學、藝術、數

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物理學、化學、醫學等領域都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以致成為東方文

明的淵源。［5］唐朝的法律很先進且具有特色。唐朝的法律不僅具有規範、成熟的法律體系（律、令、

格、式），還產生了公元653年頒行的中華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議》（以下簡稱“唐律”）。［6］同

時，唐朝的法律很具特色，民為邦本、禮法結合、明德慎罰、以和為貴等思想與制度，在當時的世

界上都獨一無二。

中華法系是成文法系，法典是其主要淵源，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在唐朝誕生。它在總結以往立

法的基礎上，又前進了一大步，在體例、內容等方面都達到完美的程度。在體例方面。唐律不僅形

成了12篇目、502條的律條體例，還有創新運用了條標與“疏議”，為當時世界上其他法典所不可比

擬。在內容方面。唐律的原則、制度與條文規定都圍繞刑法展開，涵蓋了需懲治的各類犯罪，不留

死角。而且，這些內容分別規定在12篇目中。名例篇規定了指導思想、刑罰、原則、重要制度，其

他11篇規定打擊的具體犯罪，一切都井井有條。它的許多地方與近代刑法典有相似之處。以唐律為

基礎，再加上其他各種條件的支撐，中國萬事俱備，足以成為中華法系的母國。

（二）中華法系的成員國是東亞的一些國家

任何法系都有成員國，沒有成員國無法形成法系。成員國大量輸入母國的法律，拱衛母國，成為

法系大家庭的成員。中華法系也是如此。中華法系的成員國在東亞地區，主要是朝鮮、日本、越南

和琉球群島。

中華法系成員國的法律在輸入中國法律以前，特別是唐朝法律以前，都十分落後。朝鮮在輸入

唐律以前，法律非常落後，主要是那些以不成文的命令與習慣為表現形式的氏族法，即使有像“犯

禁八條”那樣的規定，內容也是十分簡單。［7］日本在輸入唐律以前，法律也很落後，沒有制定過

法典。公元646年，日本“大化革新”時，制定的“十七條憲法”，內容很簡單，有些學者甚至認

為“十七條憲法實際上並不是法律規範，而僅是政治和社會道路的簡短規劃”。［8］越南在公元11世

紀才成為中華法系成員國，在輸入中國法律之前，其法律也不發達。［9］琉球群島是最後一個中華法

系的成員國，1372年後才逐漸加入中華法系行列。此前，其法律也很落後，只是“一仍舊例”［10］中

［2］ 王立民：《復興中華法系的再思考》，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3期，第198-211頁。

［3］ 《貞觀政要·政體第二》。

［4］ 參見張晉藩：《中華法制文明史》（古代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275頁。

［5］ 參見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6卷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1頁。

［6］ 張晉藩：《弘揚中華法文化，構建新時代的中華法系》，載《當代法學》2020年第3期，第151-160頁。

［7］ 參見何勤華主編：《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7-178頁。

［8］ [美]約翰·H·威格摩爾：《世界法系概覽（上）》，何勤華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77頁。

［9］ 參見伍光紅：《越南法律史》，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53-54頁。

［10］ 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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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的法律在那時獨佔鰲頭。

這些東亞國家在羡慕中國法律的同時，為了本國的發展，開始輸入中國先進的法律。正是這種輸

入迅速改變了這些國家落後的法律面貌，同時也幸運地成為了中華法系的成員國。朝鮮自輸入唐律

以後，還輸入元律、大明律等法典，以致朝鮮長期得益於中國法律。《高麗史·刑法志》記載“高麗

一代之治，大抵皆仿乎唐，至於刑法，亦采唐律，參酌時宜而用之”。日本的《養老律》制定於公

元718年，被日本學者稱為是日本“歷史上最完備的法典”。［11］它以唐律為藍本而制定，日本學者

還認為：“《養老律》與現存的《唐律疏議》篇目略同，一般認為是以《永徽律令》為藍本，並參

酌了唐朝的《開元律令》”。［12］這部《養老律》頒行後，一直適用至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長期適用

以唐律為藍本而制定的法律。越南于黎朝時代（1428-1789年）官撰的《國朝刑律》是越南現存最古

老的法典，其內容以唐律為“基本”，1812年制定的《皇越律例》則直接來自於《大清律例》。［13］

越南的法律一直在步中國法律的後塵。琉球群島在1786年制定一部著名法典《科律》。這部法典的

體例與內容大部分都取自於《大清律例》，以致被認為：“大部分皆摹仿《大清律》”。［14］琉球群

島的法律後來者居上，輸入中國的法律一點都不落後。

中華法系的成員國熱衷於輸入中國的法律有其一定的原因。除了迫切希望改變本國法律落後面

貌的主觀原因外，還有其在政治、經濟、文化與中國相似的客觀原因。這一原因決定了這些成員國

能順利輸入中國法律，使其落地、生根、發芽、開花、結果。它們的政治制度也是專制制度，特別

青睞包括唐律在內的刑法為內容的法典，以便通過刑事手段來維護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他們的

經濟也是農耕經濟，不是工商業經濟，能夠迅速移植以農耕經濟為基礎而制定的中國法律。它們又

在大中華文化圈中，長期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可以無障礙的輸入在中國文化圈中的中國法律。［15］可

見，中華法系成員國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必然性。

（三）聯繫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的通道是古絲綢之路

中國的法律要輸出至中華法系的成員國，中華法系成員國要輸入中國的法律，都需要有通道。這

種通道要持久發揮作用，利於人員與交通器具的來往，聯通中國與中華法系的成員國。這條通道就

是古絲綢之路。它把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緊緊聯繫在一起，不斷進行交流，完成中國法律的輸出

與中華法系成員國輸中國法律入的任務。古絲綢之路在中華法系形成、發展過程中的作用至關重

要。

古絲綢之路最晚在西漢時已在運行，那時的張騫已出使西域，進行經貿交流。到了唐朝的時候，

古絲綢之路的發展達到一個高峰，形成了陸上與海上兩條絲綢之路。陸上絲綢之路的主幹道是越過

戈壁灘、帕米爾高原、阿姆河，經過高昌、龜茲、碎葉，到達木鹿城，再把商品轉售到西亞、北亞

與歐洲的一些國家。還有其他的陸上絲綢之路聯繫一些東亞國家。海上絲綢之路也在運行，南洋群

島、波斯灣、亞丁灣的港口裡，經常停靠著中國的船隻。長安、洛陽、揚州、廣州等一些城市常年

聚集著來自包括東亞國家在內的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人員。［16］唐朝以後，由於內陸戰爭頻繁，陸上絲

［11］ [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載《法學》1999年版第5期，第15頁。

［12］ 同上註，第16頁。

［13］ 伍光紅：《越南法律史》，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75-76頁。

［14］ 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頁。

［15］ 王立民：《也論中華法系》，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1年第5期，第3-11頁。

［16］ 王立民：《論唐朝法律的開放性特徵》，載《法學》2018年第10期，第165頁-17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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綢之路受到衝擊，逐漸式微，而海上絲綢之路則仍然興旺，明朝的鄭和創下了七次下西洋的記錄。

古絲綢之路也把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聯繫在一起，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通道作用。

朝鮮與越南與中國接壤，有陸上交通的便利，可以使用陸上、海上兩條絲綢之路。日本與琉球群

島都是島國，只能利用海上絲綢之路的通道。他們利用季風，冒著風險，來往於中國之間，與中國

進行交流。中國通過古絲綢之路向中華法系成員國輸出自己的法律，中華法系的成員國則從古絲綢

之路輸入中國的法律。［17］古絲綢之路充分發揮了聯繫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之間的紐帶作用。

中華法系成員國派遣的人員通過古絲綢之路，到中國學習、交流，其中有些人員還到中國的高

等學府學習、進修。唐朝時的國子監裡，就有日本學生。［18］他們回國後，為輸入中國法律並使其本

土化作出了貢獻。日本的“伊吉博多、土部生男、白豬男曾在唐留學”，回國後都參加了《大寶律

令》的制定，而這部法典又“堪稱日本封建立法的典範”。［19］他們都為日本在客觀上成為中華法系

成員國而盡心盡力。

中華法系的三個基本構成要素是一個整體，都十分重要，一個也不可少。否則，就會產生片面

性，無法正確認識這一法系。

二、中華法系歷經的五大時期

中華法系有個歷程。這個歷程大致可以分為準備、形成、成熟、進一步發展與衰微五大時期，每

個時期都有自己的突出之處。

（一）中華法系的準備時期

中華法系的準備時期是中國的先秦時期，即從夏朝到戰國時期。在這一時期中，中國的國力、社

會文明程度與法制都在積蓄力量，不斷進步，客觀上為中國成為中華法系母國積極創造條件，尤其

是其中的法律。

中國在夏朝就有法律，史有“夏有亂政，而作禹刑”的記載。［20］以後，中國的各個朝代也都制

定自己的法律，源源不斷，特別是在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法律突飛猛進。春秋末期，中國開始公

佈成文法。鄭國子產率先鑄刑鼎，把法律條文鑄在鼎上，公開展示，讓人們遵守。以後，鄭國鄧析

造“竹刑”、晉國趙鞅、苟寅公佈刑書等等。［21］從此，公佈成文法便成了一種常態，公開並依法辦

事的局面逐漸打開，臨事制刑、不豫設法的狀況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戰國時期，魏國《法經》的

頒行是個先秦時期法律發展的重要節點。

《法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封建成文法典。它有自己的體例，由盜、賊、囚、捕、

雜、具6篇組成，而且邏輯性很強。［22］盜、賊篇是打擊侵犯財產與人身權的犯罪，也是主要的打擊

犯罪，故排在最前，起警示作用。囚、捕是打擊盜、賊犯罪的必要程序，排在盜、賊之後。雜篇是

打擊盜、賊犯罪以外的其他犯罪，起拾遺補缺的作用。具篇是《法經》的原則性規定，規範、調整

［17］ 王立民：《“一帶一路”建設與復興中華法系》，載《法治現代化研究》2018年第3期，第23-31頁。

［18］ 參見鄭顯文：《律令時代：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頁。

［19］ [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載《法學》1999年第5期，第15-16頁。

［20］ 《左傳·昭公六年》。

［21］ 參見張晉藩：《中華法制文明史》（古代卷），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1-93頁。

［22］ 《唐律疏議·名例》前言“疏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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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5篇的內容。雖然《法經》還有不足，但在戰國時期能有這樣的法典，也是一種奇跡。它對以後

的中國封建立法產生了深遠影響。秦國的秦律就是在《法經》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

這一時期，中國的法律聚焦于自身的建設上，重點是練“內功”，處在一個養精蓄銳的階段，

代表性法典還沒有誕生，也不具備形成中華法系母國的條件。同時，此時的中國法律對外交流也不

多，外國輸入中國法律沒有形成氣候，也沒有產生中華法系的成員國。這是個蓄勢待發的準備時

期。中華法系正在醞釀形成之中，而且每個朝代的法律都在為中華法系的形成疊加力量，作出自己

的貢獻。中華法系的形成正是這些朝代聚沙成灘的結果，缺一不可。歷史的連貫性把這一時期各個

朝代的法律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發展邏輯，環環相扣，緊密相連。中華法系準備階段的法律正是

在這種狀態中，循序漸進。沒有這種準備，中華法系無法在秦朝脫穎而出，正式形成。

（二）中華法系的形成時期

中華法系的形成世紀是在秦朝。公元前221年，秦在統一中國以後，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

的封建專制王朝秦朝。這一朝代雖然只存15年，但在法律方面，有長足的進步，史無前例並促使中

華法系的形成。這一形成是指，中華法系母國中國的法律基本成形，並對以後的法律產生了很大影

響。秦朝法律在中華法系的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

首先，秦朝法律是在全國統一適用的法律。

在秦統一中國以前，是一種諸侯割據的狀態，各諸侯國的法律都不一樣，參差不齊。秦統一中國

以後，即在中國統一適用秦的法律，法律實現了一體化，“法令由一統”，［23］改變了以往法律不統

一的狀況。法律的統一十分有利於國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的發展，也十分有利於中華

法系母國法律整體水準的提升。

其次，秦朝使律令體系正式形成。

戰國時，秦朝經商鞅變法，改法為律，頒行秦律，誕生了律這一法律形式，開始出現律令為主的

法律體系。其中，律是內容比較系統、完整、相對穩定的法典，令則主要是適時頒行，內容比較單

一的法律規範。兩者各有長短，互相補充，可以搭配成較為理想的法律體系。這一以律令為主的體

系在秦朝正式形成，“明法度，定律令”。［24］其中，既有秦律，也有詔令、制等。這一體系的形成

直接支撐了中華法系的形成。

最後，秦朝法律的內容十分豐富。

秦朝法律的內容十分豐富，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尤其是1975年12月

在湖北雲夢縣出土的秦簡，通過《語書》《秦律十八種》《秦律雜抄》《法律答問》《封診式》《為

吏之道》等等，對秦朝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規定，使人們的行為“皆有法式”成為現實。［25］這

從一個重要側面證實，秦朝的法律內容已經非常豐富，中華法系母國的法律已初具規模，達到形成

的程度。

以上三個方面從不同側面證明，中華法系的形成是在秦朝。此後，經過漢與魏晉南北，到隋唐時

期，中華法系成熟了。

（三）中華法系的成熟時期

中華法系成熟于隋唐時期，特別是在唐朝。在這一時期中，中國的法律、中華法系成員國的加

［23］ 《史記·秦始皇本紀》。

［24］ 《史記·李斯列傳》。

［25］ 《史記·秦始皇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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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聯繫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的通道都有突出表現。

中國的法律演進到唐朝，在法律淵源、法律制度、法律內容等方面都今非昔比。唐朝在總結前人

立法經驗的基礎上，更上了一層樓，使其攀升到高峰。完善、深化了以往的各種法律淵源、法律制

度與法律內容。比如，唐律雖傳承了隋朝的法律淵源律、令、格、式，但更完善它們之間的相互關

係，突出了違反令、格、式的“一斷於律”［26］；還有，深化了死刑複奏制度，明確“三複奏訖，然

始下決”等等。［27］唐朝的法律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唐朝法律的代表是唐律，它也是中華法系的代表作。唐律的各方面都十分先進與完備。唐律是一

部唐朝的刑法典，其體例、制度、內容等各方面在當時的世界上都屈指可數，可以與羅馬法、拿破

崙法典齊名，成為世界“三個私有制的歷史時代”三大法典之一。“在發達的簡單商品經濟基礎上

產生的羅馬法，代表了西歐奴隸私有制高度發展的時代；在發達的自然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唐律疏

議》，代表了中國封建私有制高度發展的時代；在發達的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基礎上產生的拿破崙法

典，代表了西歐資本主義私有制高度發展時代。”［28］此話是真。

唐朝法律特別是唐律為東亞朝鮮、日本等國家嚮往。為了改變本國法律的落後面貌，它們踏上引

入唐朝法律之路，首選唐律。朝鮮重視引入唐律。根據《高麗史·刑法志》的記載，唐律的一些關鍵

性內容都被引入至朝鮮。其中包括：“《名例》十二條、《衛禁》四條、《職制》十四條、《戶婚》

四條、《廄庫》三條、《擅興》三條、《盜賊》六條、《鬥訟》七條、《詐偽》二條、《雜律》二

條、《捕亡》八條、《斷獄》四條”。［29］隨著唐朝法律特別是唐律的輸入，朝鮮的法律漸漸唐化，

很自然地就成了中華法系的成員國。

日本也是在中華法系形成時期成為中華法系的成員國。那時，日本制定的《大寶律》《養老律》

都大量模仿唐朝。比如，《養老律》中《名例》《衛禁》《職制》《賊盜》諸篇的律文“與《唐律

疏議》殆完全相同”。［30］日本法律也在這一時期唐化了。而且，這種唐化使日本大受其益。日本學

者大竹秀男、牧英正在《日本法制史》一書中就認為，日本的《大寶律令》和《養老律令》的母法

是世界上具有最高理論水準的唐律，日本法律繼承了唐律並一下子躍上像唐律那樣的高水準。［31］與

此同時，日本也自然而然地加入了中華法系成員國的行列。

這一時期的古絲綢之路發展到一個高峰，陸上與海上絲綢之路都非常發達，可以滿足中國與朝

鮮、日本的人員交往與法律交流。日本在唐太宗貞觀五年（631年）到唐昭宗乾甯元年（894年）

中，向唐朝派遣了19批651位遣唐使。［32］他們都通過古絲綢之路，來回於中國與日本之間，其中的

有些人為輸入唐朝法律作出了貢獻。［33］

（四）中華法系的進一步發展時期

中華法系的進一步發展時期是中國從五代十國到清朝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中，同樣有一些突

出之處。

［26］ 《新唐書·刑法志》。

［27］ 《唐律疏議·斷獄》“死囚複奏報決”條。

［28］ 曹漫之主編：《唐律疏議譯注》，吉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序言”第7頁。

［29］ 《高麗史·刑法志》。

［30］ 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頁。

［31］ 參見[日] 大竹秀男、牧英正：《日本法制史》，青林書院1985年版，第22-23頁。

［32］ 參見鄭顯文：《律令時代：中國的法律與社會》，知識產權出版社2007年版，第327頁。

［33］ [日]石田琢智：《日本移植唐朝法律考述》，《法學》1999年第5期，第15-1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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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繼續制定自己的法律。唐朝以後的各個朝代都適時制定自己的法律，滿足本朝代國家治理的

需要。五代十國時期，後樑的《大樑新定格式律令》、後唐的《同光刑律統類》、後晉的《大中刑

統》、後周的《顯德刑統》、南唐的《江南刑律統類》等等，都是這個時期的產物。［34］宋朝在建國

後不久，便頒行了《宋刑統》。以後，元朝制定了《大元通制》，明朝制定了《大明律》，清朝制

定了《大清律例》。這些都顯示，作為中華法系母國中國的法律仍在持續向前發展，沒有停滯

不前。

中國在這一時期制定的法律中，其體例與內容受唐律的影響很大。五代十國時期制定的這些法律

沿用了唐律的許多規定，被認為“五代時期基本上依然沿用《唐律》的規定”。［35］《宋刑統》在體

例與內容上大多傳承了唐律，可以說是唐律的翻版。“《宋刑統》和《唐律》兩相對照，除了少數

幾處有所變動外，整體而言，可以說是《唐律》的翻版。”［36］《大元通制》由制詔、條格和斷例構

成，其中的斷例以唐律為楷模而制定。“元代是有成律的，那就是《大元通制》的‘斷例’，而且

它正是以《唐律》為範式的，絕大多數可以從《唐律》中找到根據”。［37］《大明律》雖然在體例與

內容方面都有發展，與唐律不盡一致，但仍受到唐律很大的影響。比如，它的篇名是在唐律篇名的

基礎上而有所細化，即“《大明律》的篇名源于唐律而細于唐律”。［38］這從一側面證明，中國的法

律具有明顯的連續性，唐朝的法律思想、制度、技術都貫徹在唐後的立法中，一脈相承。

《大清律例》在體例上更接近《大明律》，與唐律有所不同，特別是在律文後增加了例文，形

成了律例結構。內容也有所變化，增加了唐律所沒有的“鹽法”“私茶”“匿稅”“大臣專擅選

官”“奸黨”“交結近侍官員”等律條，棄用了唐律中的“賣口分田”“妄認盜賣公私田”“裡正

授田課農桑違法”等律條。但是，《大清律例》仍傳承了唐律中的一些法律思想、制度和技術，唐

律的影響依然存在，是守正創新的產物。這是這一時期中華法系母國法律的一個突出表現。

此時期中的中華法系成員國持續輸入中國的法律。一方面，原成員國繼續輸入唐朝以後的法律；

另一方面，新的成員國越南開始引入唐律。朝鮮、日本是原成員國。他們輸入、使用中國的法律。

朝鮮先輸入元律（《大元通制》）中的一些規定，［39］後又輸入《大明律》，制定了《經國大典》

《刑法大全》。［40］朝鮮持續輸入中國法律，鞏固中華法系成員國地位。日本在《養老律》頒行後，

一直沿用至明治維新，此時的《養老律》還在發揮著作用。［41］日本穩居中華法系成員國地位。

在這一時期中，新加入中華法系的成員國是越南和琉球群島。越南自秦至唐朝，都在中國的版圖

之中，自宋朝起才開始獨立。獨立後，越南便著力輸入中國法律，制定自己的法律，唐律是其中之

一。《國朝刑律》被認為是“越南現存最古老的法典”，制定于黎朝時期（1428-1789），而這部法典

的“內容以唐律為基本”。［42］越南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中華法系成員國，中華法系的成員國增多了。

琉球群島在1372年以後，與中國交往，包括向中國朝貢、派遣留學生、引進中國文化等等。與

［34］ 參見張晉藩總主編：《中華法制通史》（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45-750頁。

［35］ 張晉藩總主編：《中華法制通史》（第4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50頁。

［36］ [台]黃源盛：《中國法史導論》，犁齋社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67頁。

［37］ 同上註，第286頁。

［38］ 懷效鋒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頁。

［39］ 參見何勤華主編：《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79頁。

［40］ 參見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72-74頁。

［41］ 參見何勤華等：《日本法律發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頁。

［42］ 伍光紅：《越南法律史》，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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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同時，也開始輸入中國法律，特別是《大清律例》。琉球群島於1786年頒行的一部重要法典《科

律》被認為是“大部分皆摹仿《大清律》”。［43］它在這一時期加入中華法系隊伍，也是最後一個成

為中華法系成員國的國家。至此，中華法系成員國全部到位，與母國中國一起組合成完整的中華法

系。這成為中華法系進一步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此時期中的古絲綢之路發生了變化。由於唐後的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戰爭頻繁，以致其今不如

昔。但是，海上絲綢之路依然興旺。明朝時，鄭和還曾率領2000多艘船隻與 2萬多人下西洋，浩浩蕩

蕩，十分壯觀。［44］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的交流有海上絲綢之路作保障，照樣進行，沒有受到大的

不利影響。

（五）中華法系的衰微時期

中華法系經過4000多年的演進，在20世紀初的清末法制改革大潮中，開始衰微。其中，中國、中

華法系成員國、絲綢之路都經歷了許多的不平凡。

中國在鴉片戰爭後，進入近代社會，首先出現的近代法律是中國租界法律並開始對中國的古代

法律產生衝擊。［45］經過量變至質變的過程，到清末法制改革時，近代法律在全國範圍內走上歷史舞

台。［46］同時，也促成了中華法系的衰微。中國輸入大量來自西方國家特別是德國的法律，並參照制

定了自己的法律，法律開始全面進入近代時代。［47］同時，中國也漸漸成了一個大陸法系國家。中國

作為中華法系母國退出江湖，中華法系失去核心領導者，也丟失了靈魂，衰微便成為一種趨勢。

在中國進入近代以後，中華法系成員國的法律也先後進行了變革，走上了近代道路，退出了中華

法系。日本於1868年開始明治維新，進入近代時期。日本先引進法國法，後又轉向輸入德國法，成

了一個大陸法系國家。［48］朝鮮自1876年的《江華條約》開始，逐漸淪為日本的殖民地，也被輸入大

陸法系國家的法律。［49］琉球群島被日本佔領，出現了類似於朝鮮的情況。越南則是在1858年受到法

國的入侵，不就便成為法國的殖民地，被強行納入大陸法系國家陣營。［50］中華法系成員國在近代都

改換門庭，紛紛併入大陸法系，成為大陸法系國家。中華法系逐漸衰微，失去了昔日的輝煌。

古絲綢之路這條通道在近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原來好端端的一條經貿、和平、文明的海

上絲綢之路，淪為一條西方列強侵略的罪惡之路。英國等列強國家利用堅船利炮，沿著這條絲綢之

路，挑起鴉片戰爭等一系列侵略戰爭，以致這條絲綢之路傷痕累累。與此同時，英國等列強國家為

了一己之利，還利用這條通道大肆販賣鴉片，幹盡了罪惡勾當。［51］絲綢之路發生了變異，削弱了中

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之間的經貿、和平、文明之旅，加速了中華法系的衰微。

中華法系歷經了這五個時期，鑄就過輝煌，位列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系史上留下不可磨

滅的一頁。新中國成立以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法治日新月異，蒸蒸日上，復興中華法

系顯露曙光，值得關注與重視。

［43］ 楊鴻烈：《中國法律對東亞諸國之影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頁。

［44］ 參見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00-402頁。

［45］ 王立民：《中國租界法制性質論》，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第149-162頁。

［46］ 王立民：《中國租界法制與中國法制近代化歷程》，載《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第144-151頁。

［47］ 王立民：《論清末德國法對中國近代法制形成的影響》，載《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96年第2期，第132-139頁

［48］ 參見何勤華等：《日本法律發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頁。

［49］ 參見何勤華主編：《東南亞七國法律發達史》，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82頁。

［50］ 參見伍光紅：《越南法律史》，商務印書館2022年版，第116頁。

［51］ 參見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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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法系復興的三點思考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法治建設突飛猛進，取得了驕人的成就。隨著中國法治影響力的擴大，中

華法系的復興問題便提上了研究日程。其中，有以下三點思考不可忽略。

（一）中華法系復興的重要意義

中華法系復興是要把中華法系復活，變成一個當代的法系，其意義重大，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更有助於顯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法治建設取得的大成就。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法治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52］這些成就可以通過中華法系的平台，向全

世界宣示，進一步擴大其的影響力。尤其是在復興中華法系的過程中，中華法系母國中國的法治還

會向前發展，並會影響到其成員國。中華法系成員國對中國法治的輸入，就是中國法治外溢的一種

重要表現形式，從中將更有助於顯示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在法治建設中取得的成就。這種顯示是

一種世界性的宣示，突破了國別的範疇，可以證明中國的法治具有一定的普遍意義，可以被其他國

家所接受、採納。同時，也從一個法系的側面來增強中國文化的軟實力，提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

和文化自信，為復興中華法系作出貢獻。

其次，更有助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

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作為中華傳統法律文化中的核心與精華部分，在中國已傳承了數千年時

間，牢牢紮根於國人心中，民為邦本、禮法並用、以和為貴、明德慎罰、執法如山等等都是如此。

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文化中，理念、智慧、氣度和神韻的重要組成部分，起著不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在復興的中華法系中，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不會缺位。把這一文化融入中華法系，不僅可

以成為中華法系的一個特色，與中華法系的成員國共用；還可以使其進一步發揚光大，產生更大國

際影響力，展示中華法系的魅力，與其他當代法系媲美，提高中華法系在世界當代法系中的地位。

再次，更有助於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

當前的世界如同一個地球村，各國的依存度很高，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要建設一個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顯得十分重要。在這個

共同體中，各國取長補短，互惠互利，和平相處，一起進步。中華法系的復興需有中國與相關成員

國共同參與，攜手共進。這就會加強交流，增進瞭解，建立友誼，形成共識，有助於推動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構建。從歷史上看，在中華法系的形成時期，中國與成員國之間就保持著良好關係，經

濟、文化等一些領域都有頻繁的交往，互利共贏。［53］這種良好的關係為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法律交

流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歷史觀照現實。通過復興中華法系，在一個新的平台上，加強中國與相關國

家的友好關係，會從一個側面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最後，更有助於改變世界當代法系的格局。

世界法系發展到如今，只留下大陸與英美兩大法系的身影，其他法系紛紛退出歷史舞台。如果

中華法系得到復興，建成一個當代法系，就會改變目前世界法系的格局。大陸、英美兩個法系的母

國都在西方，發源地也在西方。中華法系的母國則在東方，填補了東方現在沒有法系母國的現狀，

使法系的分佈更為合理。同時，也會使世界法系多元化，體現法系的多樣性，符合當代法治發展的

［52］ 王立民：《復興中華法系的再思考》，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8年第3期，第198-211頁。

［53］ 參見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第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15-5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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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情況。中國法治的發展使其獨特性越來越明顯，僅民法典就與西方的民法典差別明顯。［54］中華

法系可以在世界法系中嶄露頭角，有一席之地。世界法系格局的改變就是對世界法系發展作出了貢

獻，打破原來只有兩個法系的僵局，多了一種類型，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為核心的法系。這

使世界法系活躍起來，更富有生氣與活力，改變以往沒有死法系變為活法系的記錄。中國可以在世

界法系的建設中，再立新功。

（二）中華法系復興的必由之路在於全方位的創新性發展

中華法系要得到復興，必由之路在於創新性發展。只有通過創新性發展，才能擺脫原中華法系的

窠臼，走出一條新路，建設一個當代的中華法系，實現中華法系復興的目標。而且，這種創新性發

展是全方位的創新性發展，重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中國、中華法系成員國的法治和聯繫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通道都要創新性發展。

這是從中華法系構成的視角來要求創新性發展。其中，中國的法治決定了中華法系復興的走向與

面貌，其地位非同一般。中國的法治在整體上，要在創新性發展方面再上台階，其中包括法治的各

領域。要進一步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在建設中國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

道路上行穩致遠。復興後的中華法系還會傳承以往的成文法傳統，制定法典不可或缺。中國已有制

定民法典的成功經驗，往後還要繼續頒行一些法典，進一步完善中國的法律體系。成文法系會有代

表性法典，是這一法系的重要標誌。復興後中華法系的代表性法典，最終由歷史來選定。這一代表

性法典的確定之時，也就是中華法系的成功復興之日。當然，中國的法治還會有自己的特色以區別

其他國家的法治。其中，不能沒有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這一文化為中國所獨有，被歷史長期積

澱，是一個集中國古代法律思想、法律制度、法律技術等的綜合體。它在世界法律文明史上，也佔

有重要之地。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的進一步融合，會使中國的法治更為光彩奪目。這一切都離不

開創新性發展，這是一條必由之路。

中華法系成員國的法治要創新性發展。中華法系成員國要融入復興後的中華法系，成為其成員

國，法治也要創新性發展。這些國家的法治雖不盡相同，但在成文法基礎、法治需求、交流平台等

一些條件，會具有一致性。中華法系成員國應具有成文法的基礎。他們是成文法國家，不是判例法

國家，以便輸入中國的成文法律，與原有的法律充分結合，避免水土不服。中華法系成員國有完善

法治的需求。通過輸入中國的法治，會提升本國法治的水準，促進本國的法治文明建設，推動本國

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的長足發展。中華法系成員國要具有與中國法治進行交流的平台。在這

個平台上，中國法治與中華法系成員國法治頻繁進行交流，顯示中國法治的優越性並受到成員國的

重視，引起它們的興趣，開展輸入中國法治的活動。具備以上條件的國家要成為中華法系成員國，

都要在法治方面創新性發展。這集中體現在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要有的放矢地輸入中國法治中

適合自己的部分，彌補自己法治的不足，完善自己的法治。另一方面，不能照搬照抄中國的法治，

而需結合本國的國情消化吸收，並且融入自己的優秀法律文化部分，實現法治的本土化。這種創新

性發展會取得雙贏的結果，既使本國的法治上台階，又促成中華法系成員國的形成，最終使中華法

系得到復興。

聯繫中國與中華法系成員國的通道也要創新性發展。復興中華法系同樣需有聯繫中國與成員國

的通道。這一通道也要通過創新性發展，才能充分發揮通道作用，保障中國與成員國之間的法治交

［54］ 王立民：《以民法典頒行為契機推動中國法典化進程——學習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典化理論》，載《東方法

學》2021年第6期，第2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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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實現中國法治的順利輸出與成員國法治的成功輸入，建立起中華法系母國與成員國間的密切關

係。目前，“一帶一路”是一條實實在在的通道。2013年中國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

上絲綢之路的倡議，概括為“一帶一路”。這個倡議本身就是一個創新，是中國對外開放的重大舉

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也是中國與沿線國家遵循共商共建共用原則，開展深度合作，實現雙贏

的平台。“一帶一路”被廣泛認同。連外國人都認為，“一帶一路”的創想，是為了造福天下這一

共同事業而提出的，是一個‘深度合作的黃金機遇’。［55］“一帶一路”雖聚焦於經貿領域，但當代

的經貿離不開法治，經貿交流同樣會伴隨著法治交流。這就為中華法系的復興提供了機遇，把“一

帶一路”打造成一條中國與沿線國家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法治之路。在這條通道上，

要創新性運用各種高科技，其中包括互聯網、大數據、雲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56］使其暢通

無阻，充分發揮聯繫中國與成員國的通道作用。

其次，法治體系要創新性發展。

法治體系是法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著重反映各個法治部門有機組合而形成的緊密聯繫統一

體。法治體系不完整，法治就存在缺陷，無法正常、高效運行，從而影響法治的效果與進程。法治

體系建設是法治國家的一個重要建設任務，其中包括五大體系即法律規範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

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中國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過程中，同樣有建

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的任務，目標是要形成完備的法律規範體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

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的法治保障體系與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在復興中華法系的進程中，這

五大體系都要通過創新性發展同步推進，不能或缺、偏頗任何一個體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中的五大組成部分是一個整體，存在嚴密的邏輯關係。法律規範體系是

法治體系的基礎，重點在於建立一系列制度，旨在規範行為，為尊重人權、保護社會的公平正義、

有效運行社會機制、促進社會健康發展提供有力保障。它主要包括了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地方

性法規、政府規章等等。對法律規範體系的基本要求是完備。只有完備，才能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避免產生無所措從的窘況。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是實施法律規範的體系，旨在使制定的法律規範轉

化為實踐行為，達到法律規範設定的預期。這一實施體系涉及依法治國，依法執政和依法行政各

個層面，使已制定的法律規範全面地得到有效實施，形成有法必依的格局。對法治實施體系的基本

要求是高效，以此來對抗低效，提高法治實施的效率與效果。法治監督體系是為了保證法律規範的

制定與法律規範的實施都依法進行的體系，旨在加強對權力機關及其運行的制約，不至於偏離法治

軌道。這一體系中的主體不同，監督的範圍也不同，其中包括了國家權力機關、行政機關、司法機

關、社會和黨的機關的監督。這些監督形成一張無形的監督網，使監督無處不在，免於有法不依、

執法不嚴情況的發生。法治監督體系的基本要求是嚴密，只有在嚴密狀況下，這一體系才能充分發

揮監督，否則，難免漏洞百出，監督失控。法治保障體系是在法律規範、法治實施、法治監督體系

的基礎上，重在法治的社會治理功能，宗旨是保障社會治理功能的充分發揮與社會治理目標的實

現。其中，會涉及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是一種全方位的治理。這就要求在社

會治理中，運用法治思維、尊重法治精神、遵守法律規定，切實推進社會的良治、善治，確保法治

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的一齊建設。為此，法制保障體系的基本要求是有力，否則，無力、疲

［55］ [英]彼得·弗蘭科潘：《絲綢之路》，邵旭東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頁。

［56］ 施偉東：《論城市社會治理數位化轉型的法治推進》，載《政治與法律》2022年第3期，第92-10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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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都無法實現法治保障的目標。黨內法規體系是以黨章為根本而建立的各領域、層級黨內法規的有

機整體。其中主要包括了組織法規、領導法規、自身建設法規和監督保障法規。這體系旨在規範黨

組織與黨員的行為，確保党的領導地位，全力推進全面依法治國與中國式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的

偉大復興。這五大體系的邏輯關係與法治的內涵保持一致，也是這種內涵的直接體現。

中國正在全力推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成績喜人，但任務依然很艱巨，不能沾沾

自喜，更不能怠慢，而要全力以赴，日夜兼程。特別要補齊短板，彌補不足，做到一起並進，其出

路在於創新性發展。比如，在法律規範體系中，還有一些法典要制定，刑法典、行政法典、環境法

典、教育法典、勞動法典、民事訴訟法典、刑事訴訟法典等等都在其中。［57］要制定這麼多法典，而

且有些法典在中國法制史上從未制定過，必須走創新性發展之路。這些法典的頒行將很快補齊主要

短板，完備中國的法律規範體系。中國的法治體系建設有個重要節點，那就是2035年。這一年中國

要基本建成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此時的法治體系應該達到完善的程度，其中不能沒有

創新性發展的支撐。

最後，立法、行政執法、司法和守法也要創新性發展。

立法、行政執法、司法和守法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全面推進依法治國

的重要任務。它們主要按法治的流程進行排列。先立法，然後是依法進行行政執法、司法，最後形

成守法的局面。對於這四者的要求是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這就需有創新性

發展。只有在創新性發展的格局下，才能實現對這四者的要求。

通過創新性發展，在立法中完善立法體制，深入推進科學、民主立法，提高立法品質。特別要優

化立法權的配置，健全立法起草、論證、協調、審議機制，加強重點領域的立法，及時反映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要求、人民群眾期待關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社會治理、保障民生和保護國家安全等

方面法律的制定與完善，把科學立法落實到位。通過創新發展，在行政執法中解決執法不規範、不

嚴格、不透明、不文明、不作為、亂作為等突出問題，全面推進政務公開，強化對行政權力的制約

與監督，建立高效地依法行政體制機制，進一步提升嚴格執法的水準。通過創新發展，在司法中優

化司法機關權職的配置，在制度上健全分工負責、相互配合與制約的安排，嚴格司法機關依法獨立

行使職權，在公開、公正、公信上下功夫，遏制司法腐敗，持續提高公正司法的水準。通過創新發

展，在守法中著力提升全民以法治觀念為核心的法治素質，堅持全民普法，加強法治宣傳與教育，

健全公民與組織的信用記錄，形成守法光榮、違法可恥的社會環境，使學法、尊法、守法成為全民

的共同追求與自覺行為，力爭在全民守法方面取得長足的進步。總之，創新性發展要貫穿在立法、

行政執法、司法與守法各領域，使其在動態中，穩步向更高層次發展，為全面依法治國貢獻力量。

在立法、行政執法、司法和守法中，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是關鍵。他們應該不負眾望，在立

法、行政執法、司法、守法中堅持依法辦事，樹立良好形象，成為人民群眾的楷模。他們在立法中，

要充分體現人民群眾的期待與關切，全力保障民生；在執法中，要規範執法，杜絕不作為、亂作為行

為；在司法中，要旗幟鮮明地支持各級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決不能利用職權干預司法；在守

法中，要帶頭學法、尊法、守法，率先成為守法公民，做人民群眾的守法榜樣。各級黨組織和領導

幹部要依法用好權，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先鋒力量，為中國式法治現代化不斷立新功。

［57］ 王立民：《以民法典頒行為契機推動中國法典化進程——學習習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典化理論》，載《東方法

學》2021年第6期，第22-3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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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華法系的復興中，中國、中華法系成員國和聯繫中國與成員國之間通道的創新屬於宏觀創

新，法治體系的創新屬於中觀創新，立法、行政執法、司法和守法的創新屬於微觀創新。把這三者

創新結合起來，就形成中華法系復興中的全方位創新。這是一條中華法系復興的必由之路，也是使

中華法系從死法系蛻變成活法系的必由之路。

（三）中華法系復興的研究與教育

中華法系的復興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而有一個按照當代法系發展規律，逐步發展的過程。在這

一過程中，對其進行研究十分重要，是作理論探索與積累的前期準備。研究隊伍的成員可由多學科

的學者、專家組成，包括法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的學者、專家。不過，核心成員應是法學特別是

法律史、法理學的成員，與他們學科的關係比較大，易進入研究的角色。研究的內容應包括與中華

法系復興相關的一些內容。其中，可以包括：中華法系復興的基本條件、重要意義、路徑、難點與

對策、特點等等。為了從更廣泛的範圍去理解與認識中華法系的復興，還可以研究法系的一些基本

問題。比如，法系形成的理論與實踐，法系的發展歷史與發展規律，法系的分類標準與種類等等。

只要有利於復興中華法系，都可在研究之列。不同的學科還可以從本學科的專長出發，深入研究一

些專門問題。各學科之間還可取長補短，形成合力，共同致力於中華法系復興的研究。研究方法同

樣十分重要。可以把傳統的研究方法與當代的先進研究方法結合起來，充分利用各種現有的研究手

段，對復興中華法系開展研究，不斷產生高品質成果。

中華法系的復興可以作為高等教育特別是法學高等教育的內容，目的是擴大學生的知識視野，

培養有志研究中華法系復興的人才。其中，可以在本科教育中增設選修課，在研究生教學中設立專

題，專門講授有關中華法系復興的內容。在撰寫論文時，可以引導性的讓學生撰寫有關復興中華法

系方面論文，特別是學位論文。碩士、博士研究生的理論基礎較為厚實，可以在深入研究的基礎

上，產出一些有份量的研究成果，為以後的進一步研究開闢道路。講授課程的教師可以由一位或數

位組成。一位教師能夠承擔全部教學任務的，授課任務就由一位教師擔當。一位教師不能承擔全部

教學任務的，可以由數位教師來完成，每人各講一部分，總合成一門課程。一個學校的師資不足，

也可以聘請校外師資，參與授課，共同完成教學任務。通過教學會有利於持續擴大復興中華法系的

影響，培養相關人才，壯大研究隊伍，為復興中華法系，作充分的前期準備。

在中華法系復興的研究與教育中，要努力貫徹以下三個相結合。第一，要與學習踐行習近平法治

思想相結合。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

也是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行動指南。習近平法治思想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中

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中國化的最新成果，也是對這一理論的重大創新發展。習

近平法治思想是一個內涵豐富、論述深刻、邏輯嚴密、系統完備的科學理論體系，具有鮮明的理論

風格、思維特徵和實踐特色。［58］這一思想是進行中華法系復興研究與教育的指導思想，特別是其中

關於中華法系等的論述。只有認真學習、努力踐行習近平法治思想，才能充分認識復興中華法系的

重要性與必要性，順利探索復興中華法系的路徑與方法，切實把握復興中華法系的研究與教育的方

向與關鍵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得出科學、可行的判斷。

第二，要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相結合。黨的20大報告首次正式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

［58］ 參見《習近平法治思想概論》編寫組：《習近平法治思想》，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緒論”第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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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華法系及其復興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59］中國式現代化是我們党領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

是黨的18大以來，在長期探索和實踐基礎上，對於理論與實踐上的創新突破。中國式現代化是要在

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高品質發展與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促進人

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的新形態。中國式現代化集中體現了中國

道路、中國制度與中國文化。中華法系的復興是中國式現代化中法治的一個部分，與中國式現代化

同行、齊進、共榮。在中華法系復興的研究與教育中，要以中國式現代化為背景，與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相結合，避免產生兩張皮的情況，使這一研究與教育方向明確，旗幟鮮明，成績卓著。

第三，要于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相結合。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本身就是復興後中華法系

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一塊體現中華法系特色的內容。為了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在中華法系

復興中得到傳承與充分體現，有必要在中華法系復興的研究與教育中格外重視，與其緊密相結合。

不論是在研究計畫、研究過程、研究成果中，還是教育大綱、教育內容、教育評估中，都要關照到

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法律文化，不能缺位。其中的一些重要方面，更不能缺少。比如，中華優秀傳統

法律文化的內涵與結構、產生背景、生存條件、形成與發展過程、特徵、主要文獻與代表人物、與

中華傳統法律文化的關係，傳承路徑與方法等等。研究與教育的內容會有很多，可以步步為營，逐

漸深入，擴大“戰果”，直至取得滿意的效果。

中華法系復興的研究與教育將伴隨著中華法系的復興而呈現一個過程，不會是一朝一夕之事。現

在就應有所打算，放到日程上，穩步推進。

結語。中華法系中有許多值得研究的問題，其中包括：中華法系構成的三大基本要素、中華法系

歷經的五個時期、中華法系的復興。這些問題集中反映的是中華法系的總貌、過去的歷程、將來的

走向。通過對這些問題的瞭解與理解，十分有利於認識中華法系的一些基本問題，以便對其作更為

深入的研究，開闢探研中華法系的新局面。

［59］ 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鬥——在中國共產黨二十次全國

代表大會上的報告》，載《解放日報》2022年10月26日，第4版。

  Abstract: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a shining pearl in the legal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it is also a rich mine 

worthy of continuous exploration. At present,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is in the ascendant, the research is 

constantly deepening, and many issues that need to be studied are gradually surfacing. It includes some important issues, 

such as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the period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the revival of the Chi-

nese legal system. A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ese issues will deepen the overall appearance, development history, and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and contribute to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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